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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的匹配效应对
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

潘    定,  谢    菡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

摘　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对于企业来说越来越重要，而消费者

的隐私保护意识也日趋增强。对商家索取隐私信息的行为消费者有较强的抗拒心理，但同时消

费者也有提供隐私信息以获得个性化服务的需求，这就使得消费者的隐私偏好和隐私披露意

愿具有情境性，是动态变化的。鉴于此，本文考察了隐私授权时间与商家沟通方式所营造的不

同情境对消费者隐私偏好的影响。文章通过实验发现，在“提前授权”（即在提供服务的一开始

要求消费者进行隐私授权）情况下，消费者会感受到高度的不确定性，此时采用强调“拒绝授权

的损失”的信息框架能够提高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意愿；而在“及时授权”（即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需要获取隐私信息时要求消费者进行授权）情况下，消费者会感受到高强迫性，此时采用强调

“授权的收益”的信息框架能够提高隐私披露意愿。本文的研究对于企业更深入地了解消费者

的隐私偏好和心理需求，从而采取一定的策略缓解隐私矛盾、合理规范信息收集方式具有一定

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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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大数据时代，移动商务、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

量，消费者的数据信息也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是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Johnson等，

2020）。通过收集顾客信息，企业可以深度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产品或服

务（Craciun，2018）。但由于信息的不完整、不对称性以及隐私悖论现象的普遍存在（李贺等，

2018），消费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进行隐私披露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Acquisti等，

2015），他们通常会基于情境进行隐私决策。这往往导致即使在合理的隐私授权时，消费者也会

做出次优选择。这不但对于消费者来说降低了精准的个性化体验，而且造成企业的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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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以及顾客流失。考虑到信息对企业的重要性，在企业合理合法收集信息的前提下（Martin等，

2017），研究消费者何时以及为何接受或拒绝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已经成为营销领域的关键问

题（Wedel和Kannan，2016）。
消费者的隐私决策是可塑的，很大程度上受所处情境的影响（Bansal等，2016），其中时间

安排或授权时间会显著影响隐私信息的有效性（Zhou和Piramuthu，2015）。即使对于同一事件，

在不同的时间点，个体的隐私披露意愿也会不同（Acquisti等，2015）。例如，当时间发生变化时，

使用物联网设备产生的隐私问题可能会消失或者放大（Zhou和Piramuthu，2015）。研究表明，消

费者不希望在服务开始时被请求提供各种隐私信息，这会导致顾客的流失（Gerlach等，2019）。
但稍后收集个人信息同样存在负面影响，移动新闻应用程序在顾客使用过程中每次请求用户

提供隐私信息都可能会失去15%的用户（Beke等，2018）。研究数据表明至少80%的消费者倾向

于阻止至少一个授权请求，并且大多数希望阻止超过三分之一的请求（Feng等，2019）。因此，企

业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即是现在还是将来收集目前尚未使用但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信息。

消费者大多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不同授权时间的情境会激活个体对不同类型信息的认知

调整，进而影响随后的消费决策（Nenkov，2012）。因此，只有深入探究不同情境下消费者心理

和认知需求的差异，才能真正了解授权时间的影响机制。隐私决策涉及较高风险，而个体决策

特别是风险偏好常常会因为信息的表达方式而发生变化，即存在框架效应（聂春艳等，2018）。
研究表明，信息框架和不同的产品类型、信息诉求、感知风险相匹配可以提高信息说服力（李晓

明和谭谱，2018），而不同信息框架是否可以满足不同授权时间消费者不同的心理需求，两者协

同作用会怎样影响消费者的风险偏好，以及通过何种中介机制才能有效提高消费者的隐私披

露意愿，这些问题尚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

因此，本文研究不同授权时间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差异，并从信息框架的视角探究两者的匹

配效应，以及与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中介机制。本文基于企业合法收集顾客

信息的前提，为企业深入了解消费者心理需求、降低隐私担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于企业

合理规范信息收集方式，促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授权时间

美国法学家Westin（1967）将隐私定义为个体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和使用的控制。后来隐私

被其他学者定义为消费者控制个人信息何时、如何传播以及向他人传播程度的能力（Milne和
Culnan，2004）。企业给潜在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所涉及的相关信息需要消费者的预先授权，这

是法律的必然要求（Krafft等，2017）。但近年来由于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性，个人数据的收集

和使用常常不被用户知晓（Yun等，2019）。且隐私在信息交换中对双方利益均有影响，用户需

要权衡利弊（Kokolakis，2017）。因此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隐私问题上，只有将个人对隐私的

关注与特定的情境和外部环境联系起来，才能完全理解消费者的隐私决策（Martin和Murphy，
2017），而隐私的授权时间是重要的情境因素之一（Zhou和Piramuthu，2015）。已有研究对授权

时间的划分和表述各不相同，例如，Gu等（2017）的研究表明用户隐私决策分为下载时、安装时

和运行时三个阶段；Balebako等（2015）在实验中采用了在应用商店中、启动时、使用期间以及

使用之后四种时间划分；Beke等（2018）探讨了使用数据之前和使用数据时两种授权时间。其

中，以使用数据作为划分节点的两种授权时间特征更为鲜明、区分度更高（Felt等，2012），也是

目前研究最多且争议最大的（Gu等，2017；Bandara等，2018；Beke等，2018），对其进行研究具有

更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选择以使用隐私数据的时间作为划分节点，将授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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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归为提前授权和及时授权两类。

提前授权是指隐私授权时间与企业使用数据的时间不在相同的情境中，企业提前获取隐

私信息在将来使用，例如在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安装阶段请求提供个人信息（Gu等，2017）。
由于缺少使用数据的上下文情境，提前授权无法知道权限对应的具体功能或服务以及未来如

何使用，对权限请求的解释也很难理解（Kumar等，2014）。及时授权是指消费者授权时间和企

业使用数据的时间一致，在相同的情境中显示（Bandara等，2018），包括下载、安装、启动等阶

段。由于有上下文情境，及时授权不存在其他不当使用隐私信息的可能，并且按需通知可以帮

助用户主动管理隐私信息（Bandara等，2018）。但是及时授权的通知具有中断性和重复性，中断

使用或体验的过程会极大提高用户关注（Kumar等，2014）。Joinson等（2008）发现在隐私问题突

出的情况下，拒绝披露的意愿会更高。当在谷歌应用商店中显示播放“隐私清单”时，用户将选

择权限更少的应用程序（Kelley等，2013）。
综上可知，目前对授权时间的研究大多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并且不同授权时间安排对消费

者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存在广泛争论（Krafft等，2017）。而不同时间点的情境差异会激活个体

对不同类型信息的认知调整，只有深入了解不同授权时间消费者内心需求的差异，才能更好地

厘清授权时间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

（二）授权时间—信息框架的匹配与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

信息框架作为一种语言表述方式，可以通过不同的表述形式与措辞传递相同含义的信息

（李晓明和谭谱，2018），使信息接收者产生不同的认知与判断，从而提升语言的说服力，实现有

效的信息传递。信息框架具体可分为获得框架和损失框架两类。

研究表明获得框架比损失框架更能显著提高信息的感知有效性（Van De Velde等，2010）。
慈善营销广告信息采用获得框架时，消费者对企业捐赠的态度与利他动机更认可，购买意愿更

强（朱翊敏，2014）；获得框架比损失框架更能增强消费者对绿色电力产品的购买意愿

（Yang等，2018）。但也有研究得到相悖的结论，认为损失框架会引发更积极的消费者响应。由

于损失厌恶心理，在保健品购买决策中强调不购买造成的损失而非购买带来的收益，会引发消

费者更强的购买意愿（Chen，2016）。Moon等（2016）发现强调负面环境后果的损失框架比获得

框架和混合框架更能增强消费者使用环保型生物燃料的意愿。收益型信息并不限制选择自由

而是强调遵守的好处，因此会使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所倡导的健康行为产生更积极的态度，例如

通过获得框架传递控制体重管理的信息有更好的说服效果（Lee和Cameron，2017）。信息框架

对消费者行为决策至关重要，但哪一种信息框架更能有效增强消费者响应，学术界尚未得到统

一的结论，应结合不同的情境具体讨论（盛光华等，2019）。近年来国家对隐私问题高度重视，已

有的研究主要关注隐私政策（Acquisti等，2015）、隐私相关性（Miltgen和Smith，2019）等，而对授

权信息内容的表达方式却鲜有关注。基于本文的研究背景，不同信息框架是否可以满足不同授

权时间消费者不同的心理需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提前授权时，隐私信息会脱离企业使用数据的具体情境，消费者对信息如何被利用以及披

露后产生的收益和损失等缺乏清晰的认识，对授权通知很难理解，从而产生信息认知上的不确

定性；而缺乏对隐私信息必要性的清楚认知又会加剧决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个体在进行隐私决

策时，不知自己是否应该披露以及披露多少个人信息是合适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出具

有不确定性的选择时其行为取决于结果的负效用，消极信息和情绪的影响大于积极信息和情

绪的影响（Bansal等，2016）。同时不确定性增加了对信息的深度或广泛处理，由于信息问题的

高度个人相关性，以损失框架呈现的信息更有说服力（Maheswaran和Chaiken，1991）。相比获得

框架，损失框架可以提高隐私授权信息的说服力，更加明确信息收集的必要性和有用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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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隐私披露意愿。

而及时授权时，企业对隐私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是处于同一情境的，消费者对信息的使用目

的有更清楚的认识。但是及时授权会中断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流程（Li等，2002），当目标活动被

干扰时，消费者的注意力会提高（Balebako等，2015）。此时的授权信息具有高度的入侵感（Ha和
McCann，2008），会引起负面情绪反应，并增加感知自由威胁，从而有效性降低（Dillard和Shen，
2005）。此时，相比通常使用控制性、激烈性和强硬性语言的损失框架（Xu，2019），获得框架的

隐私授权信息会通过更积极的认知评价，引起较少的反驳和较低的愤怒状态以及较低的感知

自由威胁（Lee和Cameron，2017）。并且，相比损失框架，收益信息的内容会让个体更加乐观积

极，有助于减轻心理抗拒并增强信息的说服力（Shen，2015），从而提高隐私披露意愿。由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的交互作用会对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意愿产生影响。

H1a：提前授权时，相比获得框架，损失框架下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意愿更高。

H1b：及时授权时，相比损失框架，获得框架下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意愿更高。

（三）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的中介效应

隐私披露的不确定性包括不确定个人数据会发生什么或可能发生什么，会如何被使用以

及被使用到何种程度，将来如何被使用等（Alkire等，2019）。感知不确定性为个体对不能预测

决策可能产生的结果以及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感知（Wang等，2019）。感知不确定性会引起风

险感知，个体普遍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寿志钢和郑伟华，2017）。当行动存在较高风险且可能

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时（例如，信息有效性低），高风险的不确定信息会增加个体系统式处理信

息的动机并降低启发式线索的影响（Bagneux等，2012）。信息接收者会更加仔细地检查信息并

评估信息的有效性（Maheswaran和Chaiken，1991），在系统式信息处理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论证

质量高的信息比论证质量低的信息更容易被采用。

如前文所述，提前授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相比获得框架，损失框架可以降低感知不确

定性。此时，相对于获得框架的隐私授权信息，损失框架的隐私授权信息通常具有提醒警告的

意味并且会格外吸引用户的注意（Xu，2019）。因为损失框架信息的言辞更加负面消极，负面信

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证明是不规范的和不被期望的且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因此被认为比积

极信息更具诊断性和说服力（Fiske，1980）。而提高信息的诊断性可以降低感知不确定性

（Pavlou等，2007），并在系统判断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权重（Taylor和Gollwitzer，1995）。所以损失

框架信息似乎更为重要，说服的意图更加突出（Meyers-Levy和Maheswaran，2004）。具有高度说

服力的信息促使消费者更加相信提供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并降低感知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拒绝

会带来损失，因此损失框架的隐私授权信息可以最有效地提高涉及潜在风险或不确定性行为

的说服力（Pavlou等，2007）。消费者感知不确定性降低后，会更加明确企业收集数据的必要性

和有用性，这会降低隐私披露的潜在风险，提高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意愿。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H2：提前授权时，感知不确定性在信息框架和隐私披露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心理抗拒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的行为受到外界威胁时，会产生抵触情绪并试图拒绝外界

信息和建议以重建自由（Ghazali等，2018），主要表现为强迫性感受和操纵意图推断（王艳萍和

程岩，2013）。其中强迫性感受是用户因主动认知进程被强制打断而产生的心理变化，形成原因

不是信息本身和接收形式而是用户感到自己是被迫接收信息的心理认知（Fransen等，2015）。
例如，不当的主动式营销方式会引起顾客的心理抗拒并使顾客不能做出最优决策（Kivetz，
2005）；网站中未经请求的个性化推荐也会导致心理抗拒且被用户主动忽略（Fitzsimon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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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mann，2004）。Lee和Lee（2009）在TAM理论的基础上用心理抗拒解释了用户对个性化服务

产生消极情绪的原因。Coleman等（2017）研究证明，干扰因素会降低消费者对风险信息的注意

程度和对信息的精细化加工水平，使消费者更依赖根据外围线索得出的简单推论进行判断。

如前文所述，及时授权会带来高度的心理抗拒感。此时相比损失框架，获得框架可以降低

强迫性感受，从而提高披露意愿。首先，获得框架是从现状中获得潜在收益的行动过程，即行为

不改变会导致中立的结果而改变会导致积极的结果，此种改变是可选择的（Kayser等，2016）。
所以获得框架保持了行为的自由感且降低了强迫性感受，可以缓解心理抗拒。而损失框架强调

个人将经历的负面后果或无法体验的收益（Dillard和Shen，2005），建议采取行动上的改变以避

免现状的恶化，即行动没有任何改变会导致负面结果，因此改变不是可选的，这增加了对行为

自由的限制并具有高度强迫感（Kayser等，2016）。其次，损失框架使用控制性和强硬性的语言

会引发强烈的负面情绪和恐惧觉醒，被认为具有更大的操纵性（Lee和Cameron，2017），让人产

生更高的强迫感（Xu，2019）。而获得框架使用激励性的语言表达更为正面的情绪，会让消费者

更加乐观积极，有助于降低强迫性感受并增强说服力（Shen，2015）。而强迫性感受的降低会让

消费者感觉恢复了对信息的控制（Youn和Kim，2019），进而能够提高消费者的隐私披露意愿。

最后，强迫性感受会导致启发式思维方式，使个体依赖外围线索进行简单决策，此时消费者会

选择在强度和持续时间方面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愉悦感又能减轻痛苦的信息，而回避或拒绝

负面信息（Meyers-Levy和Maheswaran，2004）。因此，在及时授权时，获得框架可以有效降低消

费者的强迫性感受，提高隐私披露意愿。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及时授权时，强迫性感受在信息框架和隐私披露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感知不确定性

隐私披露意愿

强迫性感受

提前 VS. 及时

授权时间

获得 VS. 损失

信息框架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实验一

1. 前测

为了选择合适的隐私权限进行实验，本研究在正式实验前邀请了国内某综合性大学的

57名在校生进行前测。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并且切合本文研究问题的情境，实验需要选择一个

合适的APP类型。因为本文主要关注授权时间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所以选择的应该是为大

多数用户所熟悉的、核心功能明确的APP类型。经过反复推敲，本研究将实验场景设定为消费

者较为常用的音乐类APP。为了使研究问题更贴近实际，我们对音乐类APP市场中一些高下载

量、高使用量的软件所请求提供的隐私信息进行分析，最后选出音乐类APP通常会请求提供的

五种隐私信息，包括地理位置、相册、麦克风、通讯录、日历等，并让被试对音乐类APP所需隐私

权限的相关性进行评分（7点量表）（White等，2014）。结果显示，权限相关性从高到低依次是：麦

克风（M=4.04）、相册（M=3.45）、地理位置（M=3.35）、通讯录（M=3.33）、日历（M=2.23）。为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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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权限相关性对消费者感知风险和收益造成的极端影响以及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干扰（Miltgen
和Smith，2019），本研究选择了相关性处于中间的权限进行实验，即地理位置权限。

2. 主实验设计和流程

实验一采取2（授权时间：提前VS.及时）×2（信息框架：获得VS.损失）被试间设计，并邀请

国内某综合性大学的200名学生作为被试，有效被试188名，其中女生104人，男生84人，所有被

试被随机分成四组，并在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的现金作为报酬。在研究开始之前，参与者被告

知他们正在参加有关用户听歌类型的调查。

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使用APP的场景并方便展示授权界面，让被试在手机上填写问卷。正

式实验的操纵采用虚拟的名为listening的音乐类APP，可以排除消费者对已有APP的信任度、

品牌、固有认知等因素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Bansal等，2016）。实验采用情境操纵法，正式开

始时让每名被试都阅读一句话：假设你平常有听歌的习惯，最近刚下载完并即将准备使用一个

叫做listening的新的音乐类APP。接下来，被试分别在两种不同的时间点阅读到不同信息框架

的请求提供地理位置权限的通知。对授权通知的展示采用图片形式，授权界面的设计模拟音乐

类APP常见的启动和使用中的真实界面，力图还原用户真实的使用情境。对隐私授权时间进行

操纵：在提前授权条件下，告知被试在刚打开这个APP时弹出请求提供地理位置权限的通知，

并展示一个APP启动界面的授权图片。当完成授权选择后提醒被试：完成以上选择，你现在可

以正式使用listening听歌了。在及时授权条件下，被试在刚打开APP时就被提醒：你已经可以使

用listening听歌了。随后告知被试，在使用listening的过程中，在进入电台广播页面时弹出请求

提供地理位置权限的通知，并且展示在电台广播界面授权的图片。对信息框架进行操纵（盛光

华等，2019）：获得框架下授权图片上的通知内容为“获取地理位置权限，你将获得精准的服务

推荐”；损失框架下授权图片上的通知内容为“获取地理位置权限，否则你将无法获得精准的服

务推荐”。四组授权界面的图片如图2所示。对信息框架进行操纵检验：让被试在7点量表中对授

权通知内容进行评定（1=非常消极，7=非常积极）（盛光华等，2019）。在被试阅读完上述情境并

完成授权决策后，要求他们用三个7点量表回答隐私披露意愿，例如“我愿意向listening提供我

的地理位置信息”（朱侯和刘嘉颖，2019）。最后对控制变量进行选取：首先，实验选取了可能影

响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个体特征变量，主要有个体的性别、年龄和学历（Miltgen和Smith，
2019）；其次，实验引入了信息敏感度控制变量，因为信息敏感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

感知风险，进而对因变量造成干扰（Wirth等，2019）。
 
 

提前授权—获得框架 提前授权—损失框架 及时授权—获得框架 及时授权—损失框架

图 2    实验一设计的授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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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1）操纵检验。信息框架操纵检验结果显示：当阅读获得框架的内容时，被试感觉通知传达

了更多的积极信息[M获得=5.52，M损失=3.86，t（186）=75.41，p<0.000]；当阅读损失框架的内容时，

被试感觉通知传达了更多的消极信息[M获得=3.68，M损失=5.33，t（186）=8.68，p<0.000]，因此信息

框架操纵成功。隐私披露意愿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由于量表是根据文献改编的，因

此具有良好的聚集效度和内容效度。

（2）假设检验。以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

为自变量，隐私披露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双

因素方差分析，具体的效应方向见图3。授
权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F（1，184）=0.02，
p>0.1]，信息框架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4）=0.46，p>0.1]，但是授权时间和信息框

架的交互效应显著 [F（1，184）=12.98，
p<0.001]。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在提

前披露的情况下，损失框架下被试的隐私

披露意愿显著高于获得框架[M获得=3.94，
SD=1.01；M损失=4.37，SD=0.84；F（1，184）=4.29，p<0.05]，由此假设H1a得证；而在及时披露的情

况下则相反[M获得=4.48，SD=1.08；M损失=3.85，SD=1.05；F（1，184）=9.22，p<0.05]，由此假设H1b得
证。假设H1整体得证。

（3）控制变量。数据分析结果同样显示，所测量的人口统计变量性别（p=0.18）、年龄

（p=0.26）、学历（p=0.37）均对被试的隐私披露意愿无显著影响，所以后续的统计分析未将其纳

入考虑。最后结果显示地理信息敏感度对隐私披露意愿无显著影响（p=0.18）。
实验一的数据结果证实了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对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交互作用：在提

前授权的情况下，损失框架比获得框架更会提高个体的隐私披露意愿；而在及时授权的情况

下，获得框架比损失框架更会提高个体的隐私披露意愿。假设H1初步得证。

（二）实验二

实验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通过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的并列中

介作用对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为了提高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和稳健性，实验二将实验

场景更换成社交类这一消费者广泛使用的APP类型。

1. 前测

本研究将实验场景设定为消费者较为常用的社交类APP。对社交类APP市场中一些高下

载量、高使用量的APP所请求提供的隐私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然后选出社交类APP通常会请求

提供的五种隐私信息，包括地理位置、相册、麦克风、通讯录、短信等。为了选择合适的隐私权限

进行实验，本实验邀请了国内某综合性大学的55名在校生作为被试，并让其对社交类APP所需

隐私权限的感知相关性进行评分（7点量表）（Miltgen和Smith，2019）。结果显示，权限的相关性

从高到低依次是：通讯录（M=4.96）、短信（M=4.86）、相册（M=4.75）、地理位置（M=4.61）、麦克

风（M=4.39）。为了降低隐私权限相关性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进而对本研究造成的干扰，

本研究选择相关性处于中间的相册信息进行实验。

2. 主实验设计和流程

实验二采取2（授权时间：提前VS.及时）×2（信息框架：获得VS.损失）被试间设计，邀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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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一简单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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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某综合性大学的200名学生参加，并将其随机分组，有效被试181名，其中男生75人，女生

106人，完成实验后给予一定的现金作为实验报酬。

实验二的整体流程与实验一一致，但具体实验情境与实验一不同，并增加了中介变量的测

量。实验二采用的也是情境模拟的方法，为还原被试使用APP的场景以及方便展示运行页面，

让被试在手机上填写问卷。本实验同样采用虚拟的社交类APP，名为chat。正式开始时让每名被

试都阅读一句话：最近刚下载完并即将准备使用一个叫做chat的新的社交类APP。接下来，被试

分别在两种不同的时间点阅读到不同信息框架的请求提供相册信息的通知。对授权通知的展

示采用图片形式，授权界面的设计模拟社交类APP常见的启动和使用中的真实界面，力图还原

用户真实的使用情境。首先对隐私授权时间进行操纵：在提前授权条件下，告知被试在第一次

启动chat的时候弹出访问相册的通知，并展示相关授权界面；在及时授权条件下，则在被试使

用chat的过程中进入展示个人动态的页面时，弹出访问相册的通知并展示相关授权界面。然后

对信息框架进行操纵（盛光华等，2019）：在获得框架下，授权通知的内容是“如果允许，你可以

随时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损失框架下，授权通知的内容是“如果不允许，你将无法随时

记录并展示你的生活”。以上四种授权界面如图4所示。接着对信息框架进行操纵检验，与实验

一方法一致。在完成授权选择之后，对中介变量进行测量。强迫性感受变量采用王艳萍和程岩

（2013）的7点量表测量，例如“此时的授权通知是强迫我授权的”（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感知不确定性的测量采用Torkzadeh和Dhillon（2002）的量表，例如“我认为向chat授权相册信息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1=非常不确定，7=非常确定）。接着选用Wang等（2016）的隐私披露意愿

7点量表对因变量进行测量。最后测量控制变量“对相册信息的敏感度”（Wirth等，2019），例如

“你认为在社交类APP中分享相册信息的敏感度是”（1=非常不敏感，7=非常敏感）。
 
 

提前授权—获得框架 提前授权—损失框架 及时授权—获得框架 及时授权—损失框架

图 4    实验二设计的授权界面
 

3. 实验数据分析与讨论

（1）操纵检验。信息框架操纵检验结果显示：当阅读获得框架的内容时，被试感觉通知传达

了更多的积极信息[M获得=5.30，M损失=2.28，t（176）=−15.74，p<0.000]；当阅读损失框架的内容时，

被试感觉通知传达了更多的消极信息[M获得=2.27，M损失=5.01，t（182）=14.25，p<0.000]，因此信息

框架操纵成功。隐私披露意愿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感知不确定性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强迫性感受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由于量表是根据文献改编的，因此具

有良好的聚集效度和内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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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效应检验。以授权时间和信息框

架为自变量，被试的隐私披露意愿为因变

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具体的效应方向

见图5。隐私授权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77）=0.02，p>0.1]，信息框架的主效

应不显著[F（1，177）=0.1，p>0.1]，但是隐私

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的交互效应显著

[F（1，177）=19.42，p<0.001]。进一步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在提前授权的情况下，损失框

架下被试的隐私披露意愿显著高于获得框

架 [M 获 得=4 .03，SD=1 .23；M 损 失=4 .76，

SD=1.02；F（1，177）=11.39，p<0.05]，由此假设H1a得证；而在及时授权的情况下则相反[M获得=4.73，
SD=0.89；M损失=4.01，SD=1.02；F（1，177）=8.28，p<0.05]，由此假设H1b得证。假设H1整体得证。

（3）中介检验。对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在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对消费者隐私披露意

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依据Zhao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并参考Preacher
等（2007）和Hayes（2013）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模型进行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

择5 000，在95%置信区间下，感知不确定性确实中介了提前授权与损失框架之间的交互影响，

交互效应为−0.24，Bootstrap检验的置信区间是[−0.52，−0.06]，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强

迫性感受确实中介了及时授权与获得框架之间的交互作用，交互效应为−0.27，Bootstrap检验

的置信区间是[−0.59，−0.08]，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存在。

具体来说，由表1可知，在提前授权时，感知不确定性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8，
置信区间为[0.06，0.36]，不包含0；强迫性感受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9，置信区间

为[−0.04，0.27]，包含0。在及时授权时，感知不确定性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6，
置信区间为[−0.23，0.07]，包含0；强迫性感受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9，置信区间

为[−0.40，−0.05]，不包含0。此外，在控制了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的共同中介效应后，授

权时间和信息框架对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置信区间为[−1.43，−0.28]，包
含0，p<0.05。

实验二的结果证明了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的内在中介效应。与及时授权相比，提前

授权会通过提升消费者的感知不确定性而降低他们的授权意愿，但是损失框架会弱化提前授

权对感知不确定性的强化作用，从而弱化感知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与提前授权相比，及时授

权会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强迫性感受而降低他们的授权意愿，但是获得框架会弱化及时授权对

强迫性感受的强化作用，从而弱化强迫性感受的中介作用。并且在控制了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

表 1    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的并列中介效应

效应类型
隐私披露意愿

效应值 标准误 t p Boot LLCI Boot ULCI
直接效应 −0.85 0.29 −2.95 0.004 −1.43 −0.28

中介效应
提前授权

感知不确定性 0.18 0.07 — — 0.06 0.36
强迫性感受 0.09 0.08 — — −0.04 0.27

及时授权
感知不确定性 −0.06 0.08 — — −0.23 0.07
强迫性感受 −0.19 0.09 — — −0.4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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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实验二简单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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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受之后，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的交互作用仍然显著，表明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

四、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心理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过两项实验探讨了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的匹配效

应对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并考察了感知不确定性和强迫性感受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

如下：第一，提前授权时使用损失框架的授权请求信息会使消费者有更高的隐私披露意愿；及

时授权时使用获得框架的授权请求信息会使消费者有更高的隐私披露意愿。第二，提前授权会

增强消费者的感知不确定性，采用损失框架可以有效降低感知不确定性；而及时授权时虽然不

确定性降低，但是消费者的心理抗拒感会提高，此时采用获得框架可以有效降低强迫性感受，

降低心理抗拒感并提高披露意愿。

（二）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以上研究论证，对时间、信息框架和隐私领域的理论贡献如下：首先，本文分析了

不同授权时间的情境差异，以及所引发消费者内心需求的差异，并揭示了授权时间对消费者隐

私披露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中介机制，丰富并完善了授权时间对消费者隐私偏好的作用机制

研究。研究结论对于缓解授权时间差异给隐私披露带来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

次，本文拓展了信息框架效应在隐私领域的理论运用，丰富了关于信息框架与隐私披露意愿关

系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将信息框架运用到隐私披露情境并对其效用进行了分析，证明了不同信

息框架可以使信息接收者产生不同的认知与心理感受，进而显著影响隐私授权通知的有效性；

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的有效匹配可以提高隐私授权通知的说服力，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最

后，本文进一步探究了隐私披露行为的心理机制，通过证明授权时间和信息框架的匹配效应，

再次论证了情境线索的重要性以及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决定作用，丰富了隐私情境线索的研究

范围。隐私本质上是一个多维、动态发展及情境化的概念，本文证明了不同时间和信息框架的

匹配可能导致消费者做出次优决策，为解释隐私悖论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三）管理意义

隐私授权是解决隐私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良好方案，但请求授权的方式不当同样会带来负

面影响。因此，企业需要采取更加合理灵活的方法来收集顾客信息以避免负面影响。首先，本研

究为企业合理选择隐私授权通知时间提供了一定指导。企业在进行隐私授权通知的发布或者

请求隐私授权时，除了考虑权限的合理性、敏感度、透明度外，还应该注意授权时间问题。因为

即使授权内容合理，若在不恰当的时间让消费者进行决策，也会增强消费者不必要的隐私担

忧。因此企业在选择隐私授权时间时，需要考虑不同授权时间的利弊以及消费者内心需求的差

异，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趋利避害，降低授权时间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本研究为企业隐

私授权通知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借鉴。企业在进行隐私授权说明，或者发布隐私政策，或者推荐

其他个性化功能时，往往会忽略通知的语言表达。企业采取恰当的信息框架，不但可以提高消

费者对隐私授权的信任，增强信息说服力，降低隐私担忧，而且可以激起消费者采纳个性化服

务的意愿，方便企业开展个性化服务，提升顾客使用体验。最后，本研究为企业采取合理灵活的

措施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有效降低消费者隐私担忧，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提供了新思路。

（四）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并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方向。首先，考虑到移动

APP涉及的隐私问题非常严重和迫切，本文的实验场景均选用了移动APP，但是企业收集顾客

信息还有其他场景，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不同的信息收集场景，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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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文的结果。其次，本文对于企业收集顾客信息的时间仅考虑了存在最广泛和最主要的两

类，即使用数据之前和使用数据过程中，但是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其他信息收集时间，例如一些

软件或者产品存在试用体验，试用结束后才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未来可以从互惠的视角研究目

标任务完成后的信息收集对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最后，本文只研究了授权时间和信息

框架两种情境因素对隐私披露意愿的影响，而影响消费者隐私披露意愿的情境因素还有很多，

未来应该深入挖掘其他情境因素，例如人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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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Matching Effect Between Permission Time and
Message Framing on Privacy Disclosure Willingness

Pan Ding,  Xie Han
（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Summar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consum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enterprises, which is the key to impro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owever,
consumers’ awareness of privacy protection is also increasing. Consumers have a strong resistance to
businesses’ requests for private information, but they also need to provide private information to obtain
personalized services. This makes consumers’ privacy preference and privacy disclosure willingness
contextual and dynamic. And tim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ivacy context, which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validity of privacy permission requests. Moreover, there is still a wide debate on when enterprises
should permit privacy information. Therefore,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collecting data
which is not currently used but may be needed in the future, and this seems to be a difficult choice.
Privacy preference  and behaviors  are  malleable  and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context.  However,
consumers  are  mostly  not  completely  rational,  and  different  contexts  will  activate  the  cognitive
adjust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thus affecting subsequent consumption decisions. Since
privacy decisions involve higher risks,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especially risk preference, often
changes due to the way information is expressed, so there is a framing effect. Whether different message
framing can meet the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nsumers under different permission times, and
how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affects consumers’ risk preference ar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Because of
th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rivacy permission time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on
consumers’ privacy preference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case of “permission
in advance”（that is, consumers are required to permi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rvice）, consumers will
feel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At this time, the adoption of message framing that emphasizes “loss of
permission” can reduce perceived uncertainty and enhanc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disclose privacy.
In the case of “timely authorization”（that is, consumers are required to permit in the course of providing
the service）,  consumers will  feel a high sense of compulsion. Adopting the message framing that
emphasizes  “permitted  benefits”  can  reduce  consumers’  forced  exposure  and  thus  increase  their
willingness  to  disclose.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as  a  certain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understand consumers’ privacy preference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in-depth, to adopt
certain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privacy contradictions, regulate the way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improve the personalized service experience.

Key words: permission time; message framing;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uncertainty; privacy
disclosure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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